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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坚持抗击日本侵略军的立场。从蒋介石这一时期日记看:蒋对日本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主张抵抗,反对妥
协退让;蒋积极推进国共第二次合作,与苏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队在正面战场抗击、迟滞了日军的侵略步伐,为抗
日战争从防御阶段进入相持阶段奠定了基础。  

    几年前,蒋介石后人蒋经国儿媳蒋孝勇遗孀蒋方智怡,将她保存的蒋介石日记和蒋经国日记从台湾运往美国,存放于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
所档案室50年,以后运回中国。蒋介石日记从1918年起至1972年止,共55年,每日都记(据说1915年至1917年日记遗失),篇幅浩繁,内容庞大。  

    胡佛研究所2006年将1932年以前的蒋介石日记公开,给读者阅读研究。2007年4月又开放了1932年至1945年的日记。以往国内学术界对蒋介石
在中国近代史某些重大事件上认识并不一致。如有人认为九一八事变时,是蒋介石多次电令张学良对日本的进攻不要抵抗,才导致东北沦入敌手;
七七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动摇、妥协、退让;1938年12月汪精卫叛国投敌,蒋介石有投降主义倾向;以及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宋子文、宋美
龄、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情况如何,蒋介石对“七君子”事件的态度怎样等。作者2007年乘去美国加州探亲之便,带着上述问题去胡佛研究所翻
阅并抄录了蒋介石日记。下面这篇文章,便是主要根据蒋氏在卢沟桥事变(即七七事变)前后的日记,和作者平日掌握的某些史料写成。关于卢沟桥
事变,台湾曾专门出版了《卢沟桥事变史料》一书,其中收录了蒋介石、何应钦给宋哲元的许多电文,并已为两岸学者所引用,本文就概不录用,只
就日记所载史实加以叙述。  

一 对日本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主张抵抗,反对妥协退让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开始认识到“剿共”内战不可能再继续进行下去,在国内实现和平,团结一致抗日,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
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政治生活开始进入了一个停止内战,改变对日妥协退让政策,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酝酿形成的新阶段。1937
年2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由于形势的需要,和国民党内爱国进步人士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杨虎城、
孙科等的推动,开始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政策,向着和平民主抗日方向转变,并接受了抗日民族统一政策。三中全会是“国民党国策基本转
变的开始”。①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发生前后的对日方针政策,基本上就是沿着上述的路线确定的,是其延伸和发展。  

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经过摘要》(1937年4月7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8页。  

    还在七七事变发生前几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就曾表白过对日本侵华阴谋的对策。7月1日他写道:“有大我在则小我自在”,“中国自强之意义
与责任,应具必战之心,而后可以免战,乃得达成不战而收复失地之目的。”7月2日记:“对倭寇①祸华之毒计,讲求对策。”7月3日记:“教育以民
族光荣之历史,雄厚之国力与伟大之精神为基础,而勗以严重之国难,无上之国耻为人人之责任”。  

    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城西南10余公里的卢沟桥挑起事端,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吉星文团进行还击,打响抗日战争的第一枪。卢沟桥事变
发生的消息8日才传到南京。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当日即决定:“一,令孙连仲、庞炳勋、
高桂滋②动员。二、廿一与廿五师动员。三、抽调高射炮队。四、令长江沿岸戒严。”  

    7月9日记:“早起处理对华战事准备动员,不避战争”,“一、乘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
二、归宋(哲元)负责解决。三、倭对宋有否进一步之要求。四、令宋乘机与倭折冲见面。五、积极运兵北进备战。”还预定:“为中倭冲突通令
各省”。  

    7月10日记:“……三、倭寇今又反攻卢沟桥,是其不达目的不止也。四、惟我已积极进兵北上备战,或可戢其野心。”是日为星期六。蒋介石
在日记每个周末设有《本周反省录》和《下周预定表》二栏,反省本周所作大事要事和规划下周要作的大事要事。他在《本周反省录》中写道:
“倭寇于八日在卢沟桥挑衅,与我守军对战,其意在非夺取卢沟桥不休,至今犹未告段落。”他明确庄严表示:“此为存亡关头,万不能失守也。动
员六师北运增援。如我不有积极准备,示以决心,则不能和平解决也。”蒋在《下周预定表》中,表示要“积极备战”。  

①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日记中就一直称日本侵略者为“倭寇”,并在每天日记开首一行写有“雪耻”二字,以示警惕,不忘国耻。  
②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军长,庞炳第四十军军长,高桂滋第十七军军长兼八十四师师长。  

    7月11日记:“倭政府态度坚强表示作战,……准备两师开动与关东军入关等之形势,以余观之,皆为内虚中乾之表示也。本日倭又反攻不已,是
其非攻克卢沟桥不止之表现,然而其结果必暴露其失败无能之弱点而已。”  

    7月12日记:“预定:电宋、秦①商中央部队集中地点。二、决定在永定河与沧保线持久战。②三、倭寇计划威胁冀察当局屈服,完成其永定河
以东为不驻兵区域以及其防共协定。四、最大限度为其占领永定河以东地区,成立伪组织。然而平津责任则应由倭寇担负,而且国际关系及各国权
利所在,倭寇必不能单纯安全占领也。五、政院回京。”蒋介石在是日日记中还记载:“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明令宋、秦固守北平与永定河
线。中央军集中保定。”蒋批阅了日本关东军抵达天津,其内阁宣言决定侵华战争,动员全国政党与产业界拥护其阁议情报后,认为是“外强中乾
之态度”,指出:战争“势力扩大,不能避战矣”。  

    7月13日记:“今日预定:一、抽高射炮到华北。二、运送子弹。三、派(潘)次辰为石家庄行营主任。四、派戈定远北上。”在注意事项一栏
内写道:“一、对运兵进驻保定之宣言。二、对宋之授意。③三、对倭宣言:甲、维持冀察政委会现状与人事;乙、塘沽协定范围以外地区驻兵不
能受限制;丙、倭在平津一带驻兵地点及其行动应遵守辛丑条约。”是日蒋介石以卢沟桥案件扩大,在江西庐山牯岭召开的行政院会上令各部回京
办公。  



①“秦”即秦德纯,时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北平市长。  
②这是蒋介石最早提出持久战的主张。  
③蒋介石13日致电宋哲元,卢沟桥事变“必不能和平解决”。  

    七七事变发生后,负责京津防务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一直是采取软弱妥协的态度。由于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7月14日,他想退出天津。15
日致电蒋介石提出退出天津的主张,蒋断然加以制止。14日日记写道:“宋住津态度不定,可知其果为倭寇软化受其欺乎。北进部队应立于进退自
如之余地。如果宋完全屈服,则中央部队决不南调。如能办到卢沟桥仍住正式陆军不受限制,则胜矣。上午手拟建国运动方案,虽在倭寇压迫加重
之中,此心泰然,建国工作进行不变,而且感觉味益浓。对倭寇有形无形间之恫吓无所不用其极之手段,以我视之皆不在意中也。”  

    7月15日又写道:“宋明轩为其个人计,亦无屈伏之理。宋如屈服,则看其程度如何。倭寇第五师在秦皇岛集中,则其十二师亦必用平津”,“接
明轩电有放弃天津之意,严令制止。岂其已允倭寇退出天津乎,可疑之至。”  

    7月中旬,卢沟桥事件已发生10天,如果说在此之前,蒋介石对日本挑衅,并扩大侵华战争还认识不够清楚,认为“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7月
8日日记);“我军已开始北进,彼或于明日停战”(7月10日日记)。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内阁派兵声明的颁布,并大量调兵,扩大侵略战争的形势已
经十分明显,蒋介石的抗战决心也愈益坚定。为了集思广益,团结抗日,蒋介石于7月16日、17日邀集全国一些社会名流在庐山召开谈话会,共商抗
敌御侮,复兴民族的大计。16日,他亲自写了关于卢沟桥事件的宣言稿,并在17日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  

    宣言说:“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
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昔日的沈阳,南京又
何尝不可变成北平!”他声明:“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
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受任何的约
束。”他还表示:“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不得已时,我们
不能不应战……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蒋介石宣布:“我们希望和
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政府对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
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篇重要谈话,于19
日以《最后关头》为题公开发表。①  

    蒋介石在17日写道:“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弭战祸”,“告国民书发表后之影
响,是否因此引起战争,决不致此。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时间。此中关键非常心所能知也。人以为危,而我以为安。更应使倭寇明知我最后立
场,乃可戢其野心也。”是日他在《本周反省录》一栏中还说:“倭寇调关东军入关,威胁冀察脱离中央,以图其扩张伪组织之野心,余即派中央军
入河北保定,不惟打击其目前之野心,而且打破其何梅协定也”,“倭寇屡攻卢沟桥不克,可以制敌野心。”  

①《中央日报》1937年7月19日。按:最初为“宣言稿”、“告国民书”,17日日记改为“谈话式”。  

    当时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阻挠、不让发表上述谈话稿,蒋介石毫不动摇。他在19日日记中说:“决心发表告国民书,人人为危,阻不
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惟此为对倭最后之方剂耳。惟妻(即宋美龄)独赞成吾意也”,“应战宣
言既发,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谈话,受到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和全国同胞的热烈赞扬和欢迎。毛泽东说:这个谈话,“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
退让”,“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①还在苏州监狱的著名的爱国领袖沈钧儒等7人,于7
月21日致电蒋说:谈话“义正辞严,不胜感奋,深信在此伟大号召之下,必能使全国人心,团结愈固,朝野步骤,齐一无间,同在钧座领导之下,以趋赴
空前之国难。钧儒等身羁囹圄,心怀国族,寇氛日亟,倍切忧惶。赴难无方,赤诚共抱,企望旌麾,无任神驰”。②  

    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后,宋哲元在天津、北平继续与日本敷衍,企图以妥协退让,取得苟安,谋求和平解决,竭力避免战争,采取了一系列削弱战
备措施,并要求中央撤退进入河北的部队。对此,蒋介石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对“何梅协定”的签订者、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
长何应钦亦有所指责。  

    7月22日的日记写道:“和平应植基于正义之上”,“卢案了结乎当非如此之易。中央军撤兵时期必待倭寇同时举行”,“闻卢沟桥卅八师撤
退,而未知宋与倭交涉之内容如何,不胜惶惑。”  

    7月23日记:“玩强敌倭寇于股掌之上,使之进退维谷。卢事以不涉政治条件为限度”,“倭寇已悟中央部队既入河北,对彼华北独立阴谋已受
重大打击,不能达成其目的矣。”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16—317页。  
②周天度编:《沈钧儒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  

    7月26日,他在日记中强调说:“遭不能免之战祸,当一意作战,忽再作避战之想矣。”还对宋哲元的妥协批评指出:“自昨夜起至今晨九时,倭
向廊房卅八师攻击,今申又在北平广安门对战。倭必欲根本解决冀察与宋哲元,而宋始终不悟,犹以为可对倭退让苟安而仅对中央怨恨,要求中央入
冀部队撤退,可痛心乎!”  

    7月27日记:“倭寇既正攻北平,则大战再不能免。预料北平必能固守,则战时当可着着进行,我仍立于主动也”,“万一北平被陷,则战与和以
及不战不和(应战),与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国策须郑重考虑。对民众内部之态度,预备应战与决战之责任,愿由一身负之。”是日日记蒋还深为慨
叹地说:“本日北平城外四郊皆发生战争,宋哲元至此始着急。平时不信余言,以为一意与敌敷衍,即可苟安,故不敢构筑工事,惟恐见疑于敌也。廿
五日以前,敌人对北平包围之势早成,而彼犹燕雀处堂为安,要求入冀中央军之撤退也,可痛也乎。”  

    7月28日记:“倭寇进攻北平,虽廊房与丰台为我廿九军击袭恢复,然而北平近郊毫无工事布置,南苑失陷,副军长阵亡①,部队溃退,将士未经爆
炸与枪声之习,闻乃即心怯胆寒。宋军长六时离平赴保,北平城于夜十一时完全退出”,“政府应照既定决心,如北平失陷,则宣言自卫与对倭不能
尽片面条件之义务矣”,“本日处理军务。人人闻廊房、丰台恢复之极,其喜若狂。余甚念北平汉奸作祟与布置全无为虑。故今日心神不安异
甚。”  



①即佟麟阁,还有第一二三师师长赵登禹及大部分官兵英勇牺牲。  

    7月29日记:“宋哲元电请派张自忠为翼〔冀〕委会代理委长,是其对倭之诱引尚未觉悟,哀莫大于心死,可悲孰甚”,“晨起阅电,知北平电话
于三时起已无人接话,乃知宋部全撤北平不保,痛悲无已。然此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北平失陷后之处理,不足惊异也”,“上下午皆开会讨论军
事、外交、内政之方针。闻天津城至傍晚犹在激战中,倭寇对城中轰炸甚惨。”  

    7月29日和30日,北平、天津相继失守。7月31日蒋介石在《本周反省录》和《本月反省录》中写道:“七月廿九日北平失陷,卅日天津失陷,烧
杀惨状不忍闻者见,倭寇凶横看你究能到几时”,“倭寇随手而得平津,殊出意料之外。但其今日得之也易,安知他日失之亦非易乎……对倭外交,
始终强硬。”7月下旬,蒋介石鉴于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在日记中记载了他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不仅在北方,而且在全国积极进行备战,以抗击日本
的侵略。  

    如7月22日和23日,记先后批准发行国库券,批示空军作战计划。26日记要求速定各地防空时刻,疏散物品,下令各处赶筑工事,各部动员与迁移
演习,各地壮丁召集之演习,粮服管理机关人选。7月28日记调朱怀冰师到绥东,粤港路接轨,购英法飞机。7月31日记令冀、鲁、豫、苏各省民间限
期掘成各乡村之外濠,使之连成一线;战车抵御炮应速分拨于前线,分配表查报,高射炮同上;编制各种战术。还提出要进行“持久战”,等等。  

    此外,还提出计划各师各军人事之整理;召开名流会议,国防会议;决定大本营组织人选,大本营拟设洛阳、西安、彰德;政府地点拟定武汉、长
沙、广州;国民经济动员,检查战斗准备军。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国防会议问题。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全国将领国防会议于1938年8月7日在南京召开,
一致主战,为全国全面抗战,奠定了基石。蒋介石是日日记记载:“八月七日,上午国防会议。批阅。下午会客。晚国防党政联系会,午夜始散,决定
主战。”又记:“国防会议开成,全国将领集京赴难,得未有之盛况,是为胜利之基也。”一个星期后,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如果说,卢沟
桥事变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八一三”抗战则是全面抗战的开始。  

二 积极推进国共第二次合作,与苏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政策从此中止,国内开始出现和平统一,共御外侮的新局面。  

    1937年2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曾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5项
要求,和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等4项保证。这些成为两党团结抗日谈判的基础。随即国民党方面顾祝同和张冲到西安与
周恩来举行首次正式谈判,双方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和要求,达成了共产党承认服从三民主义的国家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彻底取消暴动及没
收地主的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共产制度;取消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等协议。不久,周恩来去上海,先后与国民党代表举行杭
州谈判,后又去庐山会晤蒋介石,并进行谈判。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共双方都意识到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团结一致抵御外侮,是当前面临迫切的政治任务。  

    7月10日蒋介石日记记载:“对共党问题解决,但缓发宣言”。13日(或14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到庐山,向蒋介石递交《中共中央为公布
国共合作宣言》,随即又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会谈。向蒋建议以上述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尽速发动全国抗战。7月14日,中共中
央向南京当局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随时可以出动抗日,已令各军10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并同意担任平绥国防。蒋介石也加
速国共合作事业的进行。  

    7月16日日记记:“上午在庐山图书馆开谈话会……仿鲁北上,为收编共军事,愤怒甚盛,但能忍也,故犹未发耳。”  

    7月19日记:“决定共部解决办法。”  

    7月18日记:“对共党态度。”  

    7月19日记:“对共党之收编应即解决。”  

    7月20日记:“共党问题。”  

    7月24日:“预定:见张冲,商共部收编事。”同日日记《本周反省录》和《下周预定表》栏中,还分别记有“共部编组交涉已告一段落”和
“督促共军之编组。”  

    7月26日记:“编组共部。”  

    7月27日记:“对共部之研究编而后出乎,不编而令其自出乎!”  

    7月28日记:“共部参长人选。”  

    7月29日记:“共部之编组。”  

    从上述蒋介石日记虽然是十分简短零星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蒋对国共第二次合作的重视,并且是重要的促成者。“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
国共两党谈判获得重大进展,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事问题得到解决。8月18日,蒋介石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
为正副指挥。9月22日,中央社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也发表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第二次
合作正式开始,从而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①周天度主编:《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2卷,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43页。  



    国共第二次合作曾遭到亲日派首领汪精卫的反对①,后来竟成为他叛国报敌的重要藉口。1938年12月21日的蒋介石日记记载说:“闻汪先生潜
飞至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藉口不愿与共产党合作,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辈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
至。”  

    蒋介石为了争取在东北边界有个好的安定的环境,以便有效地抵抗日本的侵略,取得抗战胜利,希望与苏联结成反日军事同盟,接受苏联援助。
1937年3月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见了孔祥熙、陈立夫,转达苏联政府请中国发起太平洋地区公约和苏联准备向中国提供军用物资的建议。4
月13日蒋介石带病在上海会见鲍格莫洛夫,表示感谢苏联政府在西安事变问题上对他的支持和给予武器援助的建议①,蒋请鲍格莫洛夫与南京新任
外交部长王宠惠谈判具体外交问题。4月12日,鲍格莫洛夫与王宠惠在南京会谈,代表苏联政府向南京提出3项建议,其中之一即“立即开始苏中互
不侵犯条约的谈判”。王宠惠表示他“会在政府中讨论这些建议,也同会蒋介石讨论”。②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促进了中苏两国代表的谈判。7月13日、16日、19日、26日,在蒋介石的督导下,孙科、陈立夫、张冲先后与鲍格莫洛夫会
见,商谈苏联给南京的军事贷款和军火订货问题,并达成了若干协议。8月2日,蒋介石会晤鲍格莫洛夫。鲍格莫洛夫担心中国得到苏联武器军火,将
来会攻打苏联。蒋介石表示“中国绝不会进攻苏联,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③  

①《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2卷,第802页。另据蒋介石1936年12月18日西安事变中日记记载:“……逆辈(按指张学良)想请示于莫斯科者也。余心
颇安,以苏联决不能赞成张之叛逆行为,而且素知苏俄贱视张之为人也。”又19日日记:“因此余乃更知苏俄之反对叛逆彼等之荒谬如此,无人能为
之助也。”(作者抄件。原日记存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 
②《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莫斯科1976年版,第168页。  
③《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莫斯科1976年版,第439页。  

    8月上旬,双方交换了条约草案,并继续进行谈判。8月21日,王宠惠和鲍格莫洛夫代表各自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签订后,中国的
抗日战争得到了苏联的有力支持。  

    关于中苏谈判并签约问题,蒋介石此时的日记基本上没有什么记载。但在7月31日日记《本月反省录》一栏总结说:“倭要求我共同防俄,承认
伪满与华北特殊化,若与俄先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则可先打破其第一迷梦,不再要求。益允其共同防俄,以后不仅华北为其统制,即全国亦成伪满第
二矣。故联俄虽或促成倭怒,最多华北被其侵占而无损于国格,况亦未必能为其全占也。两害相权取其轻,吾于此决之矣。”  

三 为了推进抗战,下令释放被捕的沈钧儒等救国领袖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提出八项抗日救国主张,要求立即释上海被捕爱国领袖,是其中之一。随后张杨始终把这一条列
为释放蒋的重要条件之一。①西安事变在宋子文、宋美龄、周恩来等的斡旋下,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改组国民政府,容纳抗日分子,释
放爱国领袖等条件,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由于国民党中央党部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的阻挠,内战虽然中止,联共抗日、国共合作的
政治主张,却未能及时顺利进行。积极主张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曾经与共产党及张学良、杨虎城有联系的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7人,不仅没有被释
放,反而继续遭到迫害。1937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向沈钧儒等7人,以“危害民国”罪提起公诉,随后并于6月11日和25日两次开庭审理,企图判
罪。与此同时,由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出面提出,要求沈钧儒等“七君子”进反省院,写具悔过书,保证以后不再从事抗日救国运动。凡此种种,
遭到沈钧儒等人的坚决抵制和抗争,以及进步舆论的普遍谴责。时人指出,继续迫害爱国领袖,与国民党三中全会确定的和平统一、团结抗战主旨
和蒋介石的抗战主张背道而驰。由此掀起了营救“七君子”的高潮。  

①蒋介石1936年12月20日日记;宋子文1936年12月20日、24日日记,均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后者用英文撰写。  

    如前所述,蒋介石准备邀集一些社会名流在庐山开谈话会,共商抗敌御侮,复兴民族的大计。“七君子”都是著名的学者,又是抗日救国的领袖
人物,也在邀请之列。6月14日,蒋介石密电叶楚伧:“如沈钧儒等来山时,请代邀杜月笙、钱新之两君同来牯岭晤谈为盼。”①但叶楚伧坚持要沈
钧儒等写具悔过书,才能赴庐山,理所当然地遭到沈等的拒绝。沈钧儒在7月16日一封家书中写道:“蒋对我等似有谅解,曾由杜月笙、钱新之、黄
任之等到苏州来过两次,传蒋意欲我等往庐山面谈,而中央及地方党部都似不愿我等与蒋直接解决;种种破坏,于是要判我等罪,要我等写悔过书,要
于判罪后送反省院,要于赴庐山时对外宣布是将我等改押反省院。因此,我们设法拒绝一切,只好庐山也不去,在法院方面尽量用法律手续来对
付……无论如何,救国无罪是非力争不可。”②  

    从上年“七君子”事件发生时,蒋介石主张镇压,到这时转而采取宽大怀柔政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蒋介石对内对外政策的转变,即从“攘外
必先安内”转向团结对外,共同抗敌。同时也反映出“七君子”事件上,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之间的分歧。  

①周天度、孙彩霞编:《救国会史料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8页。  
②周天度编:《沈钧儒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6页。  

    6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等为了营救沈钧儒等,开展著名的救国入狱运动,把营救运动推向高峰。7月7日,冯玉祥致蒋介石函说:“关于沈钧儒
等七人事,祥意应立即无条件释放,请其来庐居住,以便接受我公训迪指导,此事关系收拾人心至大也。”他在信中还特别指出:“党部工作同志对
公此举定能体会。盖党部同志有党部同志责任,中央亦有中央责任也。敬祈我公毅然决然,采取释放办法,党、国同利赖之。”①  

    “七七”抗战爆发后,国内政治局势有了很大变化。蒋介石不顾汪精卫、叶楚伧等人的阻挠,决心亲自干预“七君子”事件,下令开释沈钧儒
等人。据他的日记记载:  

    7月18日:“对沈等保释。”7月19日:“对沈等之处理宜早解决。”  

    7月20日:“沈案了结。”  

    7月24日:“下周预定表……解决沈案。”  

    7月26日:“解决沈案。”  



    因此,7月31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七位救国领袖终于获释,光荣出狱。沈钧儒等出狱抵达上海时,曾
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我们之出狱,完全是蒋委员长的意思,我们对他很感激。”②王造时后来也回忆说:“蒋介石于七月十七日在庐山发表谈话,
宣言对日抗战,并于七月底电令江苏高等法院将我们释放,要我们去南京开会。”③  

①《宋庆龄冯玉祥等营救七君子函选》,《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  
②《沈钧儒等昨由苏抵沪》,《立报》1937年8月2日。  
③《王造时自述》,《上海文史资料》第45辑,1984年1月。  

(作者周天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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